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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儒学明显地呈现着一种复兴的势头。那么，究竟

应该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这仅仅是一种偶然的事情、还是某种必然的事情呢？要认清这一

点，就必须对儒学的历史进行一番认真的分析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儒学分期的思想视域何在？  

关于儒学历史的分期，现代新儒学提出了一种“儒学三期”说。例如牟宗三说：“第一期之

形态，孔孟荀为典型之铸造时期”；“第二期形态则为宋明儒之彰显绝对主体性时期”；现

代新儒学为第三期，“此第三期，经过第二期之反显，将有类于第一期之形态”。[①] 这

就是现代新儒学对儒学历史的黑格尔式的“否定之否定”的三期划分：先秦儒学、宋明新儒

学、现代新儒学。 

这种观点尽管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但却存在着诸多缺陷；而其要害，就是根本未能进入当代

前沿的“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而是将儒学在现代的“第三期开展”仅仅归结为传统哲

学的那种存在者化的“本-末”、“体-用”的形而上学构造，因而在本质上是与所谓“第二

期”儒学、即专制时代的宋明理学同质的东西。结果，儒学在现代的“第三期开展”就只能

是两种结局：要么是在现代性的境遇中陷入“本”与“末”、“体”与“用”的严重脱节，

导致“内圣”开不出“新外王”的尴尬，这正是现代新儒学的尴尬；要么是陷入一种无法

“顺天应人”、而是试图宰割当代生活的某种原教旨主义的危险，这正是当前的某种“儒家

原教旨主义”的危险。 

那么，儒学的当代复兴究竟应取怎样的一种思想视域，才能既真正地接续儒家的精神、又有

效地切入当下的生活呢？这需要我们对儒学的历史有一种新的认识。为此，我们提出一种新

的“儒学三期”说。这种新说与旧的“儒学三期”说相比较，表面看来差别不大，但实质上

却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差异乃是思想视域的区别：我们将生活方式的历史形态视为儒学发展

的历史形态的水土本源所在，一个时代的儒学终究是在面对着、解决着那个时代的生活中所

产生的当代问题；然而从当今的“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看，任何具体的生活方式，只不

过是作为源头活水的生活本身所显现出来的某种衍流样式；而生活本身作为存在本身，才是

先在于任何存在者的大本大源，因而乃是前形而上学、前哲学、前概念、前理论的事情。这

样一来，历史上作为理论学术构造的儒学的任何一种具体形态，都不能作为我们当前复兴儒

学的标本；我们必须回归于儒家的最本源的生活领悟，才能在儒学的当代复兴中成就一种在

当下生活本源上的崭新的儒学重建，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复活儒家的精神、而避免原教旨主

义儒学的危险。 

为此，我们严格区分“儒学”与“儒家”。这里所讨论的是儒学、而不是儒家的当代重建。

仿照冯友兰的一种说法，可以说：儒家没有新的，儒学是常新的。[②] 因为：“儒家”是

指的一种立场态度，这种立场态度源于对作为生活情感的仁爱的一种领悟与肯认，那是一种



先于理论学术的明觉。这种生活感悟乃是超越时空、超越历史时代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才说“人天然是儒家”。[③] 而“儒学”则是指的儒家这种仁爱情感之领悟与肯认在

学术话语中的一种表达，它是一种理论形态的建构，这种学术表达是在回应着具体的历史时

代的生活境遇，因而乃是“日新”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没有历史，而儒学却总是历史

的——它总是呈现为“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大畜彖传》《系辞上传》《礼记·大

学》）[④] 的历史形态。自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便是如此：“夫子之门，何其杂

也！”（《荀子·法行》）于是问题在于：何以并非历史性的儒家，却能够呈现为历史性的

儒学？ 

二、生活的观念：儒学的历史何以可能？  

于是，这就涉及“历史”的观念。但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一般的“历史”观念，而是关于

“观念的历史”的观念。这是因为：儒学史乃是一种观念建构史。为此，我们需要一种“历

史哲学”的视域。然而这种历史视域绝非来自某种“历史本体论”、“历史主义”的观念，

而是来自对这种形而上学观念的更进一步追问：历史何以可能？其实，历史并非本源的事

情。历史总是被解释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在本质上就是观念史。问题在于：我们关

于历史的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进一步说，持有某种历史观念的、解释着历史的我们，作为

某种主体性的存在者，又是从哪里来的？这就直接切入了当代思想的最前沿的问题：存在者

何以可能？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涵盖着我们这里的课题：儒学的历史何以可能？ 

其实，所谓历史，不过是我们对生活衍流的一种存在者化的观念把握；但生活本身却并不是

存在者，而是存在。用老子的话来说，如果说，历史、存在者是“有”、“物”，那么，生

活、存在就是“无”、“无物”。然而任何存在者都是由存在生成的，犹如老子所说的“有

生于无”（《老子》第40章）。生活之给出生活者，给出存在者、物，就是在观念领域中发

生的某种“无中生有”。我们自己作为历史的解释者，作为主体性存在者，也是由生活给出

的。而事情本身，犹如梁漱溟所说：“照我们的意思，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

宙。由生活相续，故尔宇宙似乎恒在，其实宇宙是多的相续，不似一的宛在。宇宙实成于生

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这样大的生活是生活的真相，是生活的真解。”[⑤]  

而生活总是在衍流着：生活如水，情感如流；易道“生生”（《周易·系辞上传》）[⑥]，

流水“活活”（《诗经·卫风·硕人》）[⑦]。并且，这种生活衍流总显现为某种历时样

式。生活衍流的共时显现样式使“民族”“文化”的观念得以可能，而其历时显现样式使

“历史”的观念得以可能。[⑧] 本来，我们对这种生活衍流有一种先于理性、先于哲学的

领悟，我们无法、也不必用一种对象化的语言去言说之，亦即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第1章），但亦谓之“道”、谓之“命”等等；然而从原创时代以来，我们却对

这种生活领悟有了一种存在者化的形而上学的理解、解释：我们把自身理解为一种面对着对

象性存在者的主体性存在者，而把存在理解为存在者的存在，把生活理解为生活者的生活，

把生活衍流的历时样式理解为作为历史形态的生活方式。于是，历史的观念得以可能：历史

是存在者的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历史。显然，这是一种观念的构造。不同的历史时代，我们

构造着不同的历史观念。而我们之所以构造着不同的历史观念，这一切也是由生活衍流的历

时样式给出的：我们解释着、解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之中的问题。 

儒学的历史亦然。我们之所以区分“儒学”与“儒家”，意在阐明：儒家的态度作为一种对

生活的领悟与肯认，是与历史无关的，是先在于任何历史观念的。儒家作为一种由生活感悟

所导出的立场，其本源乃在于生活情感：在生活感悟中，生活情感是先在的；在生活情感



中，仁爱情感是先在的。换言之，生活总是首先显现为这种生活情感。孔子思想之所以被称

为“仁学”，乃源于此：孔子总是强调这样的生活情感，即把仁爱情感视为首要的事情。孟

子亦然，他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

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恻隐

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显

然，这里的“怵惕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是说的仁爱的生活情感，这种生活情感是与

任何主体性存在者的人为的东西无关的；换句话说，这种生活情感是最本源的事情。唯其与

历史无关，这种生活情感才可以在任何历史时代中作为儒学理论建构的大本大源。 

正是在这样的生活情感的本源上，儒家建构着儒学。儒学之所以呈现为不同的历史形态，正

是因为儒家顺应着生活衍流的不同的历时样式，亦即应对着不同历史时代的生活方式当中的

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总是“革命”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

革彖传》）而这些种种不同的儒学之所以同样还是儒家的，则是因为这些儒学建构总是以同

样的生活情感为源头活水的：一切出于仁爱，一切归于仁爱。例如孟子就是如此，他将“怵

惕恻隐之心”、亦即仁爱情感视为“火之始然（燃）、泉之始达”的本源所在，在这种本源

上建构着儒学的“仁—义—礼—智”的理论体系，因此，他的儒学是儒家的；但另外一方

面，他的儒学建构是顺应着他所身处其中的生活方式的，所以才有“亲亲，仁也”（《孟子

·告子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施由亲始”（《孟

子·滕文公上》）等等伦理原则的确立，这是应对着当时的宗法社会生活方式的儒学理论建

构，尽管未必适应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但在当时却是具有其“时义”性、“时宜”性、亦

即时代的正义性的。总而言之，儒家从仁爱情感出发来建构儒学：就其从仁爱的生活情感出

发而言，此其为非历史的儒家；就其建构理论学术以应对当代的问题而言，此其为历史性的

儒学。所以，真正的儒学从来都不是“原教旨主义”的，而是“当代主义”的。 

 

 

 

因此，我们从这样一种由生活本源的历时衍流所显现出来的生活方式之转变所生成的历史形

态的发展出发，将儒学的历史分为三个时代，每个时代的儒学又分为三个阶段。（如表所

示） 

三、有本有源：儒学的原创时代  

儒学的历史形态 儒学的思想特征 

1．原创时代 

① 西周儒学（五经原典） ① 儒学的初始形态 

1．有本有源 ② 春秋儒学（孔子思想） ② 儒学的全面开创 

③ 战国儒学（曾思孟荀） ③ 儒学的歧异深入 

2．转进时代 

① 前宋明儒学（经学与玄学） ① 古典儒学的转进 

2．形而上学 ② 宋明新儒学（理学与心学） ② 古典儒学的兴盛 

③ 后宋明儒学（朴学或汉学） ③ 古典儒学的固滞 

3．再创时代 

① 近代儒学（洋务与维新） ① 举末的儒学复兴 

3．重返本源 ② 现代儒学（现代新儒学） ② 返本的儒学复兴 

③ 当代儒学（儒学新开创） ③ 溯源的儒学复兴 



儒学的历史是从中国的原创时代开始的。所谓“原创时代”是指的西周、春秋、战国时期，

略相当于雅斯贝斯所谓“轴心时期”（Axial Period）即西方的古希腊哲学时代、印度的佛

陀时代。所谓“原创”是说的诸子之学、包括儒学的理论创建，那是中国最早的一种从形而

上学到形而下学的理论建构：形而上学思考着唯一绝对的存在者、即所谓“形而上者”；形

而下学（伦理学、知识学）思考着众多相对的存在者、即所谓“形而下者”；前者是为后者

奠基的。然而，形而上学本身也是被奠基的：形而上学奠基于前形而上学的、前哲学的生活

感悟。[⑨] 从生活感悟到形上建构，这是共时地发生在任何时代的事情，却又历时地发生

于中国的周秦时代，而表现为诸子的“百家争鸣”。 

1、儒学的初始形态——西周儒学：五经原典  

    儒学的历史其实从西周就开始了。一方面，原创时代以前是无所谓“儒学”的；而另一

方面，儒学的一套观念的真正开端应追溯到周公。儒学原来并不叫做后来所谓“孔孟之

道”，而是“周孔之道”。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并且总是“梦见周公”而欲“从周”

（《论语·述而》、《八佾》），盖源于此。这也就是儒学的初始形态：五经原典。我们这

里主要讨论《诗》、《书》、《周易》古经。[⑩]  

《周易》古经本是筮书，所传达的是一种神学的观念，这虽然跟后来的儒学颇为不同，但它

跟原创时代的儒学却也有着根本的一致性，那就是一种早期形而上学观念的建构。形而上学

尽管总是思考着形而上的唯一绝对的存在者，却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态：哲学形上学思考着

本体，神学形上学思考着上帝。《易经》神学观念的核心在于处理人神关系，而其前提就是

作为整个中国哲学建构的观念前提的人神分离，亦即“绝地天通”，就是从“人神杂糅”向

“人神不杂”的观念转变，意味着天与地、人与神的分离。（《国语·楚语下》）这是中国

早期形而上学建构的一种典型形态，[11] 是与后来的《易传》哲学一致的：后者也从天与

地的分立而开始形而上学建构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周易·系辞上传》）；“有

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而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

有君臣……”（《周易·序卦传》）。唯因人神之间的这种疏离、异化，这才需要《易经》

的“亨”：人与神的沟通。 

    《尚书》比《易经》更直接地具有原初儒学的意义，这尤其体现于《周书》的周公思

想。如果说“绝地天通”意味着人神之间的分隔，那么正是周公割断了人与神之间的血缘纽

带，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本来，在前原创期的远古观念

中，人、神、半人半神的英雄之间不是异在的关系，而是处于共在的本源情境之中；而进入

原创时代以后，这种本源情境被打破了：人神关系疏离了（estranged）、异化了（alienat

ed）。此即所谓“绝地天通”，意味着中国哲学形而上学、包括儒学建构的开端。 

    《诗经》本来不是儒“学”的理论建构，甚至不是儒“家”的观念形态，而更近于今天

所谓“文学创作”，其实正是前原创期的更其本源的观念。正如希腊哲学之前的史诗代表着

西方观念史的前形而上学时代一样，儒学之前的诗歌代表着中国观念史的前形而上学时代。

诗歌乃是情感的言说，“诗言志”（《尚书·尧典》）意味着“诗缘情”（陆机《文

赋》），这种情感正是生活的本源情境的显现。但与《易经》直接从这种情感言说中导出神

学形而上学[12]不同，《诗经》本身并无任何形而上学。关于《诗经》的形而上学解说，那

是孔子之后、尤其是汉代的“诗教”诗学；至于在孔子本人那里，固然也有关于“诗教”的

言说，但他更强调的却是《诗》的本源情感的意义。 



2、儒学的全面开创——春秋儒学：孔子思想  

    孔子固然关注着形而下学的伦理、乃至知识的问题，同时关注着形而上学的问题，但他

首先关注的却是本源的生活情感问题。这就是说，在孔子思想中完备地存在着三个基本的观

念层级：生活情感→形而上学→形而下学。其中，生活及其情感显现乃是孔子儒学的大本大

源所在。所以，孔子的思想乃是“有本有源”的，而非秦汉之后儒学的那种无本之木、无源

之水。诚然，孔子大量论述的是关于“礼”、亦即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安排的问题。然而这正

是在回应着生活本身的呼唤：“礼坏乐崩”意味着旧有的社会生活规范体系的坍塌，面对这

样的生活境遇，孔子根据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生活方式来重新“制礼作乐”，以“正名”的方

式来重新制定社会规范。因此，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那实在

是大有深意的：孔子从来就不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 

问题在于：怎样重新制定礼制？为此，我们来分析一下《论语》中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

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

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

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

语·阳货》）  

    宰我问为什么必须实行三年之丧，孔子本来可以简单化地回答他：“礼也。”但孔子并

不是这样，而是回到“安”“爱”“仁”等生活情感，亦即回到生活本身，回到真正的大本

大源。在孔子心目中，守三年之丧的礼制规定并不是遵守外在固有的制度规范，而是：一方

面，这是源于仁爱情感的一种规范建构，这种生活情感是与历史时代无关的；但另一方面，

制度规范的建构却必须是合乎时宜的，亦即必须顺应生活衍流的当下样式——当代的生活方

式。设想孔子生活在今天的现代生活方式之中，他决不会有三年之丧的要求。由“安”

“爱”“仁”等生活情感出发，这实在是儒家在任何时代进行其儒学的理论建构的典范：从

生活本身出发，去进行合乎时宜的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的建构。 

3、儒学的歧异深入——战国儒学：曾思孟荀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儒学理论发生了分化，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

“四书”的传承谱系：《论语》（孔子）→《大学》（曾参）→《中庸》（子思）→《孟

子》。[13] 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荀子》。 

《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是一种“功夫论”性质的理论建构，基本上是一种“内

圣外王”、亦即从形而上学到形而下学的思想进路：首先，内圣方面的“明德”、亦即由

“格致诚正”以“修身”，乃是以“本体论”上的先验德性的设定为前提的，这正是形而上

学的观念；然后，外王方面的“亲民”或者“新民”、亦即“修齐治平”、“极高明而道中

庸”，这就是形而下学的宗法政治哲学。在《大学》的理论建构中，作为本源的生活情感几

乎已被遗忘了。 

《中庸》却还留存着本源的生活情感的踪迹，这尤其体现在“诚”的观念上。例如：“诚



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礼记·中

庸》）“诚”既然能够“成己”且“成物”，即能够给出“主-客”架构中的两极存在者，

那么“诚”本身显然就是先在于存在者的存在，假如没有这样的存在，也就没有任何存在

者，即“不诚无物”；而此“诚”就是“喜怒哀乐”之情，也就是本源的生活情感。但《中

庸》又把这种“情”设置为“性”，即开宗明义的“天命之谓性”。由此，“喜怒哀乐之未

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此

“中”不仅成为先验本性的设定，而且成为终极本体的设定，亦即成为了形而上学的心性本

体，由此开启了“心学”进路。不仅如此，“中—和”的架构与《大学》中“明德（格致诚

正修）—亲民（齐治平）”的架构一脉相承，也是从形而上学到形而下学的“内圣外王”架

构。此“和”作为外王的“达道”就是这样一种形而下学的伦理建构：“天下之达道五，所

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

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这样的形而下学建构是奠基于形而上学的先验“诚性”设定

的：“所以行之者，一也。” 

至于孟、荀两派的儒学理论，迄今为止，人们过多注意了孟荀之异，忽略了孟荀之同。孟荀

之所同者多多，这里谈最根本的一点：他们的儒学建构都是有本有源、源于生活的。 

    孟子的形而下学，最重要的是“王道”、“民本”、“仁政”的政治理论和关于“劳心

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的分工学说。但这种形而下学乃渊源于本

源性的生活情感：“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在这种本

源上，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孟子·告子上》），首先确立先验的心性本体论，进而确

定“求其放心”（《孟子·告子上》）、“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

（《孟子·尽心上》）的功夫论。这种形而上学的基本架构就是“仁→义→礼→智”的观念

奠基的系列。但这是渊源于生活情感的，他将“怵惕恻隐”的仁爱情感视为“四端”、亦即

形上建构的发端：“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

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恻隐

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  

    至今对荀子的性论，有两点严重误解：第一点是将其性论仅仅归结为“性恶”论；第二

点误解是遮蔽了荀子性论的生活本源层面。 

荀子的性论具有两个不同的侧面：一方面是指向道德论领域的，这才是“性恶”论；另一方

面则是指向知识论领域的，这里更与所谓“性恶”无关。例如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

所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这实际上是给出了“人性-物理”、亦即“主-

客”的认识论基本架构。所以，荀子的性论总体上是价值中性的。其实孟子也是如此，他

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

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

矣。”（《孟子·离娄下》）这里对“智性”的判定显然是关于知识论维度的“性”的价值

中立态度。所以他还说：“形色，天性也。”（《孟子·尽心上》）而“形色”本身显然与

善恶无关。其实，孟子与荀子的性论都来自孔子之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

·阳货》）但孔子并不论性之善恶，只是指出其先天性而已。 

    荀子在这种形而上学的性论基础上展开其形而下学的知识论、伦理学的学理建构，尤其

是由“明分使群”而至于“隆礼重法”（《荀子·彊国》）的社会政治学说。但荀子这种形



而下学的社会伦理学说也是有本有源的，这种本源就是对当下的生活的一种感悟。这种当下

的生活方式在观念上的结果，他称之为“注错习俗”；而他的社会学说就是在这种本源上的

一种观念奠基关系的系列建构：群→穷→争→祸→分→义→礼→法；（《荀子·富国》《王

制》）由这种生活感悟而发展出他的“明分使群”的社会理论，与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致思进

路是非常相似的。  

四、形而上学：儒学的转进时代  

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与此相应，儒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

型。社会的转型可以叫做从“王道”时代向“专制”时代的转变；儒学的转型就是从“王道

儒学”向“专制儒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思想方式上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在理论形态上

对生活本源的遮蔽与遗忘：尽管任何理论总是渊源于当下的生活的，但这种生活渊源未必在

理论形态上得到自觉的表达。 

1、古典儒学的转进——前宋明儒学：经学与玄学 

    汉代的经学，即所谓“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儒学在汉代的特定历史形态。汉

代经学尽管遭到后来历代儒者的诸多批评，但其基本精神其实决定了两千年来的整个专制时

代的意识形态。汉武帝一手促成了“独尊儒术”的局面，绝不是偶然的：他也正是历代专制

皇帝当中的一个杰出人物，他要把王道的儒学改造成专制的儒学。而在帮助他完成这种改造

的儒者当中，董仲舒无疑是最突出的代表。然而董仲舒的公羊学具有强烈的神学形而上学色

彩，简而言之就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 

    魏晋玄学则是另外一种历史形态的学说，其特征是以道家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最核心

的问题是“名教”与“自然”之关系，主要有三派观点：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何

晏、王弼主张“名教出于自然”；郭象主张“名教即自然”。为此，玄学家有了纯粹形而上

学的“有无之争”。但须注意，玄学所谓“无”或“自然”与老子所谓“无”或“自然”不

同：老子所谓“无”，乃是“无物”、亦即先在于任何存在者的存在；而玄学所谓“无”，

则是指的一种终极存在者，在中国哲学中被表达为“本体”——“本-末”之“本”、“体-

用”之“体”，其实就是那个形而上的唯一绝对的存在者。就此而言，玄学是一种典型的形

而上学，而没有生活本源的表达。 

2、古典儒学的兴盛——宋明新儒学：理学与心学 

    宋明儒学中最大的学派，就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就其“本体论”看，两派都传承思

孟以来的正宗心学，即都承认关于心性本体的先验设定。如朱子，尽管在“功夫论”上讲究

“格物穷理”（《大学章句》），但在本体上毕竟承认天理心性乃是先验本体：“人生而

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诗集传序》）这也表明，宋明儒学的这两大

派都是形而上学的。朱熹作为宋学的集大成者，其形而上学最典型地表现在其“性情”论

上：他以形而上学的话语表述：性本情末、性体情用。（《朱文公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

二十九》）这样一来，本源的生活情感被降格为关于形而下存在者的事情。 

3、古典儒学的固滞——后宋明儒学：朴学或汉学 

    清代由于其特定的政治环境而成为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代。[14] 这



当然只是从总体上看，其实，明清之际“三大儒”、乃至于乾嘉时期的戴震，都是杰出的思

想家，其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专制时代的儒学观念，而具有某种现代性的色彩。但

是就其基本的思想视域而论，他们仍然没有超出传统儒学的形而上学观念。 

以上分析表明：孔孟之后、自汉至清的儒学，大体上属于应该被解构的形而上学；我们必须

回到孔孟，看看他们是如何在本源的生活感悟上来建构儒学的。  

五、重返本源：儒学的再创时代  

近世以来，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再次发生了重大转型：这是从专制时代向宪政时代的转变，更

是整个生活方式从前现代向现代性的转变。 

1、举末的儒学复兴——近代儒学：洋务与维新  

    发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近代思想的特征，我这里借用王弼的一种说法来加以概

括：崇本举末。（《老子注》）这里所谓“举末”是说的洋务派和维新派对于器物与制度方

面的创新诉求，而器物与制度在儒学话语中不是“本”而是“末”。所谓“崇本”是说他们

仍然崇尚传统儒学之“本”，对这个“本”并没有当代的阐释。这种崇本举末，首先是洋务

派“中体西用”主张。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纲领，主张“先通经以明

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劝学篇·循序》）；具体

就是“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劝学

篇·变法》）。此后，维新运动基本上也还是“中体西用”的主张，只不过他们所谓“用”

已经从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简单来说，维新运动的“举末”大致就是在政治上的君主

立宪的诉求。 

2、返本的儒学复兴——现代儒学：现代新儒学  

    如果说洋务派与维新派的重点在于“举末”一面，那么，现代新儒学更要求“崇本”的

一面，这就是现代新儒学所提出的“返本开新”、“内圣开出新外王”。现代新儒学有其现

代性的、例如民主与科学的诉求，这是其顺应于当代生活样式的方面，但这只是形而下学的

层面；而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他们仍然恪守传统儒学、特别是宋明儒学的观念。简单来说，

现代新儒学只是“返本”，没有真正的“释本”。真正的“释本”需要“溯源”：在生活本

源上重建儒学。 

3、溯源的儒学复兴——当代儒学：儒学新开创  

    从近代、现代到当代的儒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令人想起老子的话：“万物并作，吾以观

复”；“复归于无物”。（《老子》第16、14章）第一阶段只是形而下的器物制度层级上的

“万物并作”，尽管要求“末”亦即器物与制度上的创新，但还没有涉及“本”即形而上学

的问题。第二阶段虽致力于“崇本举末”，但并没有解决这种“末”与儒学之“本”之间的

必然联系问题，其结果是“内圣”开不出“新外王”。这方面做得最好的算是牟宗三，但其

“良知自我坎陷”的设计仍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15] 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正在进入第三

阶段，这个阶段酝酿着儒学的新开创：不仅“返本”，而且“溯源”，即回到一切儒学建构

的真正的大本大源——生活。这是当代最前沿的思想视域，同时也是孔孟在原创时代就有的

一种思想视域：生活-存在。这就意味着：当代的儒家不仅必须重建儒学形而下学之



“末”，而且必须重建儒学形而上学之“本”，这就必须回到儒学之“源”。 

    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现在可以回答：近年呈现的儒学复兴势头，绝非眼下的偶然性事

件，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事情。我曾说过：这是当今中国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

达”。[16]  

-------------------------------------------------------------------------------- 

* 原载《周易研究》2008年第1期。 

[①] 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学学案》，下，第423页。 

[②] 黄克剑、吴小龙合编：《冯友兰集》，第146、147页。在冯友兰看来，科学是常新

的，哲学在根本上没有新的。他说：“科学可有日新月异底进步”；“哲学不能有科学之日

新月异底进步”、“即无全新的哲学”。然而事实上，哲学之为“学”，也是常新的。 

[③] 王开队：《人天然是儒家——黄玉顺教授学术讲座笔录》。“人天然是儒家”是我的

一个基本判定，意思是说：人天然有着仁爱情感，然而惟有儒家将这种生活情感确定为大本

大源，在这个意义上，人天然是儒家。当然，惟有我们意识到了这种生活情感是大本大源，

我们才是儒家。 

[④]《周易》原文：“日新其德”、“日新之谓盛德”。《礼记》原文：“汤之《盘铭》

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⑤]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56页。但梁先生把“生活”归结为“意欲”（wil

l），是受了西方生命哲学的影响，还是没有彻底摆脱形而上学的观念。参见黄玉顺：《梁

漱溟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的现象学考察》。 

[⑥] 原文：“生生之谓易。” 

[⑦]《诗经》原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⑧] 这里的“历时”、“共时”概念暂借用于结构主义，但事实上，结构主义的“时间”

概念本身也还是对生活的衍流进行一种存在者化的形而上学理解的结果。 

[⑨] 黄玉顺：《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儒学视域中的海德格尔及其所解释的康德哲

学》。 

[⑩] 这里所说的孔子之前的“五经原典”，并不全指今本“五经”。《诗经》、《尚书》

大致可确定为孔子之前的文献。然而就《周易》说，就必须区分《易传》和《易经》，《易

传》乃是战国时期、孔子后学的著作，《易经》才是西周初期、孔子之前的文献。至于今本

“三礼”，那就更是孔子之后的儒学著述了；相传的古《礼》的情况，我们今天不得而知。

以上文献的时代、作者的厘定，尚存诸多争议，实非本文任务。 

[11] 黄玉顺：《绝地天通——天地人神的原始本真关系的蜕变》。 

[12]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我勾稽出七十多首殷周之际甚至更早的原始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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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同意这种观点的：《大学》与曾子之间、《中庸》与子思之间存在着思想传承的关

系。 

[14] 这是借用的李泽厚语，他的本意是在描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间的学术区

别。 

[15] 黄玉顺：《“伦理学的本体论”如何可能？—— 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批判》。 

[16] 黄玉顺：《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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